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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赵瑞雪,刘继安,徐艳茹,尤　 宇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0)

摘 　 要: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中的子系统,二者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也是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 在解构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协调发展

机理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 基尼系数与空间计量方法,剖析 2010 - 2022 年我国高等教育与

科学技术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研究发现:(1)时序演变上,我国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协调度在

全国层面上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演变历程,协调水平稳步上升;(2)空间格局上,四大区

域层面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东部领先、中部追赶、东北停滞、西部落后”整体格

局和“东部高协调转型、西部脱离失调”的演变趋势,省域层面以“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为高协调示范节

点;(3)空间差异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空间关联上,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协调度

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在省域之间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5)驱动机制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和对外

开放对本地区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产生正向空间溢出

效应,城镇化水平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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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

排和一体化部署,深刻揭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有

机整体性 [1]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统筹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进一步强

调教育和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及二者间的

紧密联系 [2] 。 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和国

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 [3] ,不仅在基础研究领

域承担关键责任,还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才

培养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推动高等

教育(HE)与科学技术( S&T)协调发展成为提升国

家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然而,当
前我国在推动 HE 与 S&T 高质量协调发展过程中面

临诸多挑战:首先,不同区域 HE 与 S&T 的发展路

径、战略定位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4] ;
其次,HE 与 S&T 存在封 闭 运 行、 彼 此 割 据 的 问

题 [5] ,高校的科研能力未能有效转化为科技发展的

推动力,培养的人才也未能充分发挥科技发展生力

军作用 [6] 。 因此,深入分析我国 HE 与 S&T 发展之

间协调关系现状,探索二者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对
在实践中推进我国 HE 与 S&T 协调发展、服务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关于 HE 与 S&T 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

沿三条脉络展开。 第一,聚焦于 HE 对 S&T 的影响,
尤其是探讨高校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7] ,
以及高校知识溢出对区域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8] ,
该类研究主要从高等教育规模 [9] 、质量 [10] 和 布

局 [11] 等维度进行探讨。 第二,聚焦于 S&T 对 HE 的

影响。 研究表明,科技进步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和

效率,并推动高等教育体系变革 [12] ,科技革命甚至

可以改变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体系、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 [13] 。 第三,聚焦于 HE 与 S&T
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普遍认为,HE 与 S&T 发展

之间理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然而当前我国二者发

展缺乏同步性 [14] 。 部分研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

模型,发现我国 HE—S&T 的协调度虽逐步提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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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耦合状况不佳 [15,6] 。
现有研究为理解我国 HE—S&T 协调发展提供

了一定的实证和理论基础,但对不同省市和区域差

异的研究尚不充分,较少关注二者之间的动态演变

和协同关系,也未深入探讨二者耦合协调机理、空间

溢出效应及其驱动因素。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

问题:我国 HE—S&T 协调发展在时间与空间上的

演化特征有哪些? 驱动二者协调发展的因素是什

么? 为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文在剖析 HE—S&T
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发展的时序

演化与空间分布,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的空间效应,为
推进我国 HE—S&T 协调发展以及服务高质量发展

战略目标提供启示。

1　 HE—S&T 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机理

HE 与 S&T 在协同作用过程中,既需优化自身

结构以满足整体宏观目标,也需确保整个宏观经济

体协调互动,共同实现经济社会大系统的发展目标。
HE 是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输出的主要阵地,也是

科技资源汇聚的重要场域,通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等活动持续为科技进步贡献人才、思想和成果。
HE 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科技资源和成果的支持,
以提升其能力、水平和质量。 因此,HE—S&T 的互

动过程形成开放复杂的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赋能、
协调共进(图 1)。

图 1　 HE—S&T 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Figure 1　 Mechanism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HE and S&T

1. 1　 HE 对 S&T 的支撑作用

HE 对 S&T 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资源、
知识生产、成果转化和价值观念四个方面:(1)人才

资源。 人力资本是创新的基础性和关键性投入,是

科技进步的源泉 [16] 。 高校通过传授专业知识和提

供科研能力训练,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从而

为科技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知识生产。 高校作

为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拥有专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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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队伍和前沿设备,通过在科学领域持续探索,为相

关技 术 领 域 提 供 新 理 论 和 新 发 现, 推 动 科 技 进

步 [17] 。 (3)成果转化。 高校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推
动基础科学向现实生产力渗透转化,促进区域科技

进步和产业升级。 (4)价值观念。 科技的快速发展

可能引发功利主义盛行和伦理道德的忽视 [18] 。 因

此,高等教育发挥立德树人的功能尤为重要,高校培

养的科学精神有助于推动科技活动的健康发展。
1. 2　 S&T 对 HE 的推动作用

S&T 对 HE 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需求牵引、
技术应用和知识迭代三个方面。 (1)需求牵引。 科

技与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在发展规模

和质量上与之相适应 [19] ,科技创新的复杂性推动高

校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对高校深化学科专业

的供给侧改革具有牵引作用。 (2)技术应用。 将科

技成果融入高校教学中,能够加速教学方式的变革,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智慧教育生态,提升高等教育

质量;将科技成果融入高校科研中,能推动科学研究

范式向智能化范式转型 [20] ,提升数据采集能力、验
证速度和实验模拟水平,提高科研效率和精确性,成
为高校科研的强大推动力。 (3)知识迭代。 科技成

果不仅推动社会进步,还促进教育内容的不断更新

与充实,保证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科学性。
1. 3　 HE—S&T 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

综合已有研究,本文选择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

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城镇化

水平变量,探讨影响 HE—S&T 协调发展的因素。
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因人力资本的集聚

和竞争,提高了高等教育效率,且知识的溢出效应

强,由此促进技术扩散,推动区域科技发展 [21] 。 第

二,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通过增加教育支出、优
化劳动力市场影响教育系统,还为科技发展提供资

源支持 [22] 。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运输、邮电

通信网络等)为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提供坚实的物

质保障。 第四,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接触国外先

进科技的机会越多,促进科技进步并增强对教育的

投入意愿。 第五,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加对创新

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成为推动优质高等

教育和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六,城镇化进程通

过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激发对高等教育

的市场需求 [23] ,同时,城市中的竞争性市场结构也

促进了创新知识的积累,为科技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和扩散平台 [24] 。

2　 研究设计

2. 1　 变量选取与构建

HE 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但
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看,HE 与 S&T 作为其两个关

键子系统,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分别体现 HE
与 S&T 的系统结构,以反映 HE 与 S&T 发展的客观

规律与特征。
(1)HE 发展的指标选取

目前学界对于 HE 发展水平的度量大致分为两

种:第一,以单一维度的高校排名数据来衡量 HE 发

展水平 [25] 。 第二,选择不同维度多个变量构建指标

体系,例如,投入和产出两维度 [6] ;要素、能力、功能

三维度 [26] 等。 本研究参考杨林等 [27] 以质量为核心

的 HE 发展水平测度逻辑,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

得性,从教育资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五个维度构建 HE 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能够避免主观因素影响的熵值法测算权重

(见表 1)。
(2)S&T 发展的指标选取

对于 S&T 发展,本文借鉴国内外知名评价报告

和相关研究成果 [28] ,从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两方面

选取 S&T 发展的指标(见表 2)。
(3)驱动因素选择

在驱动因素上,本文选择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

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城镇化

水平 6 个变量,参考已有相关研究,指标的具体计算

见表 3。
2. 2　 研究方法

(1)耦合协调度模型

HE—S&T 协调发展可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对资

源重新进行集聚,从而产生“1 + 1 > 2”的效果,借鉴

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 [29] 来测度耦合度,公
式如下:

C ab =
2 U aU b

U a + U b
(1)

Tab = αU a + βU b (2)

D ab = C ab × Tab (3)
其中,C ab表示 HE—S&T 耦合度值,U a 和 U b 分

别表示 HE 与 S&T 的综合发展水平,D ab表示 HE 与

S&T 的耦合协调值,Tab为 HE 与 S&T 系统的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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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α、β 分别为待定系数,α + β = 1,通常取 α =
β = 0. 5。 借鉴相关研究 [30] ,对 HE—S&T 系统耦合

协调度等级进行划分,如表 4 所示。

表 1　 HE 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HE

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指标权重

HE 发展水平

教育资源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

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数 人 正向 0. 0211

专任教师中副高及以上占比 % 正向 0. 0169

高校生均固定资产总值 万元 正向 0. 0219

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元 正向 0. 0199

每万人本专科在校生数 人 正向 0. 0114

每万人研究生在校生数 人 正向 0. 0721

每年毕业本专科生数 人 正向 0. 0235

每年毕业研究生数 人 正向 0. 0369

高校发表论文数量 篇 正向 0. 0314

高校出版科技著作 种 正向 0. 0300

高校研究与开发课题项目 项 正向 0. 0335

高校国家级科技成果获奖数 项 正向 0. 0868

就业人员中接受高等教育占比 % 正向 0. 0272

高校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 千元 正向 0. 0817

高校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 件 正向 0. 1009

高校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 万元 正向 0. 1147

高校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 项 正向 0. 1149

国际合作研究派遣人次 人次 正向 0. 0426

国际合作研究接收人次 人次 正向 0. 0544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 篇 正向 0. 0579

表 2　 S&T 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T

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指标权重

S&T 发展水平

科技资源

科技成果

研究与开发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正向 0. 0875

研究与开发投入强度 % 正向 0. 0445

科技支出强度 % 正向 0. 0522

研究与开发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正向 0. 0950

技术引进合同数 项 正向 0. 1395

三大专利申请授权数 件 正向 0. 1235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 正向 0. 0264

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 万元 正向 0. 2162

高新技术产业收入占 GDP 比重 % 正向 0. 0522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正向 0.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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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驱动因素变量计算方法

Table 3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driving factor variables

变量名称 测算方法

人口密度(HUM) 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人 / km2 )

经济发展水平(EC) 人均 GDP(元)

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公路里程 + 铁路里程) (公里) / 行政区划面积(平方公里)

对外开放程度(OPEN) 进出口总额(亿元) / GDP(亿元)

产业结构( INDSTR)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城镇化水平(URBAN) 城镇人口 / 区域总人口

表 4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4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失调衰退类 协调发展类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0 < D≤0. 1 极度失调 0. 5 < D≤0. 6 勉强协调

0. 1 < D≤0. 2 严重失调 0. 6 < D≤0. 7 初级协调

0. 2 < D≤0. 3 中度失调 0. 7 < D≤0. 8 中级协调

0. 3 < D≤0. 4 轻度失调 0. 8 < D≤0. 9 良好协调

0. 4 < D≤0. 5 濒临失调 0. 9 < D≤1. 00 优质协调

　 　 (2)差异性测度

本文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方法,测度我国东

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① HE 与 S&T 耦合协

调度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进一步分析两系统耦

合发展的总体差异及来源。 组内基尼系数的大小代

表了组内省份间耦合协同性的高低,基尼系数越小,
表明组内省份间耦合协调水平越接近,协同性越强,
组间与组内类似。 根据 Dagum [31] 的分解理论,有关

系式 G = Gw + G nb + G l,G 为总体基尼系数,Gw 表示

组内差异贡献、G nb代表组间差异贡献,G l 超变密度

贡献。 总体 Dagum 基尼系数 G 计算公式如下:

G =
∑

h

i
∑

h

j
∑

n i

l
∑

n j

m
y il - y jm

2n2 y
(4)

其中,y il表示第 i 个区域中第 l 个省的耦合协调

度,y jm表示第 j 个区域中第 m 个省的耦合协调度;h
为区域个数,n i( j) 表示 i( j)区域中省的个数。

(3)空间自相关模型

在进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被

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运用莫兰指

数对 HE—S&T 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全局自相

关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 其中,全局莫兰指数

(Global Moran’ s I)计算公式如下:

I =
∑ i∑ j

w ij( x i - 􀭰x)( x j - 􀭰x)

s2∑ i∑ j
w ij

,i = 1,2,. . . ,j

= 1,2,. . . ,n (5)
同时,运用局部莫兰指数(Moran’ s I)衡量各个

省份协调度的局部自相关性。 计算公式如下:

I i =
( x i - 􀭰x)

s2 ∑ j
w ij( x j - 􀭰x),j = 1,2,. . . ,n

(6)
其中,x i 和 x j 分别代表不同省份 HE 与 S&T 高

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 􀭰x 代表两系统的耦合协调

度均值,s2 为样本方差,w ij 为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元

素,全局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 1,1],I i 代表区

域 i 的局部莫兰指数。
(4)空间计量模型

根据 HE 与 S&T 协调的驱动机理分析,在研究

HE 与 S&T 协调关系的驱动因素时无法忽略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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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四大区域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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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关联关系,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作为研究驱动因

素空间效应的分析工具。 构建 HE 与 S&T 协调关系

驱动因素的空间模型:
COU it = ρW × COU it + αX it + θW × X it + v i + γ t

+ ε it (7)
ε it = λWε it + μ it (8)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与年份;COU it 表示

HE 与 S&T 的耦合协调度;X it为其影响因素,包括人

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

度、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W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
文选取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ρ 为空间自回归系

数;λ 为空间误差系数;ν i、γ t 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

间固定效应;ε it为随机扰动项;μ it为服从正态分布的

随机误差项。
2. 3　 数据说明

指标数据以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

样本(其中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数据缺失较多,
未纳入测度范围),全面评估数据可获得性后,本文

选择的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0 - 2022 年。 对于极少

量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本文的数据

来源主要包括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教育统计年

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

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

计年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

鉴及相关统计网站。

3　 HE—S&T 协调发展结果分析

3. 1　 HE 与 S&T 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分别以 HE 和 S&T 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均值作

横轴与纵轴,各省份 HE 和 S&T 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如图 2 所示。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北、山
东位于第一象限,其中,北京、江苏、上海、广东在

HE 和 S&T 发展评价中处于领先位置,这与我国优

质教育、科技资源配置向经济发达省市集中的惯性

基本一致。 天津、安徽、河南位于第二象限,其 S&T
发展略微领先于 HE 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 S&T
对 HE 的带动作用。 青海、宁夏、甘肃、新疆、内蒙

古、海南、贵州、广西、山西、河北、河南、重庆等处于

第三象限,多位于中西部地区,HE 水平较低,S&T
发展相对滞后。 四川、陕西、湖南、辽宁处于第四象

限,虽然部分重点高校的存在使得 HE 发展水平较

高,但并未显著发挥带动科技进步的功能。

图 2　 2010 - 2022 年各省市 HE 与 S&T 发展水平均值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development levels of HE and S&T in each province and municipality from 2010 to 2022

3. 2　 HE 与 S&T 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差异

(1)时序特征

2010 - 2022 年我国 HE—S&T 协调度整体偏

低,年均值仅为 0. 3270,处于轻度失调阶段,说明

HE—S&T 高质量协调发展尚未实现 (图 3)。 从时

序变化来看,HE—S&T 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协
调水平从中度失调逐步提升至轻度失调,再演变到

濒临失调,说明 HE 与 S&T 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

支撑效应。 依据协调等级变化,可分为两个跃升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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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的转折点出现在 2013 年,协调度由中

度失调提升到轻度失调。 2011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提出“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

高质量高等教育”理念。 并在 2012 年启动了“高等

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2011 计划”),旨在提升

高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推动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 HE—S&T 协调发展奠定了

基础。

第二阶段的转折点出现在 2022 年,协调度由轻

度失调跃升至濒临失调。 2015 年,中央出台《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
调“推进科教协同育人”和“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2016 年,教育部发布《高等

学校“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科教融

合是现代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 在一系列政策的推

动下,科教融合事业飞速发展。

图 3　 2010 - 2022 年全国 HE—S&T 发展整体特征

Figure 3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HE and S&T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2)空间分布

①四大区域间分布特征及差异

从区域间分布来看(图 4),考察期内我国 HE—
S&T 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

部的趋势。 四大区域耦合协调度稳步增长,但增速

差异较大,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年均增幅分

别为 3. 2% 、4. 5% 、1. 3% 和 3. 5% 。 区域分布主要

呈现“东部领先、中部追赶、东北停滞、西部落后”的

空间格局。 其中,东部地区因其资源和区位优势,耦
合协调度最高(均值 0. 4402),位居四大区域之首。

中部地区虽然耦合协调度较低(均值 0. 3239),但凭

借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增速最快,协
调度由中度失调提升至濒临失调。 东北地区耦合协

调度均值为 0. 2893,失调程度从中度降低为轻度,
主要受到经济实力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未能

实现 HE—S&T 的系统集成与高效协同。 西部地区

由于缺乏高水平大学和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难以

为当地经济社会振兴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持,
HE—S&T 发展的互动效果最弱(均值 0. 2362)。

图 4　 2010 - 2022 年四大区域 HE、S&T 水平和二者协调发展特征

Figure 4　 Characteristics of HE level, S&T level,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four major regions from 201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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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进一步展示了四大区域间 HE—S&T 耦合

协调度的差异,东部—西部、东部—东北地区之间的

差异最为显著。 相比之下,中部—东北地区的组间

基尼系数相对较低(均值 0. 1160),表明中部—东北

地区间协调度发展的差异较小。 总体来看,东部—

图 5　 全国及四大区 HE—S&T 协调发展区域间

差异变化情况

Figure 5　 Changes i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E and S&T in China

and the four major regions

中部、东部—西部、东北—西部的基尼系数逐年缓慢

下降,而东部—东北、中部—东北的基尼系数则呈上

升趋势,说明东北地区与东部、中部之间不均衡程度

有所加剧。
②四大区域内分布特征及差异

从省市层面来看(表 5),30 个省份在考察期内

HE—S&T 耦合水平呈现不同幅度上升趋势,省份间

差异较大。 北京市凭借众多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

构,2022 年耦合协调度最高,达到 0. 7562。 其他耦

合协调水平较高的省市包括上海、广东和江苏,这些

省市位于东部地区,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科技投入

和高素质人才,相关政策在推动 HE—S&T 协调发

展中也发挥了有效作用。 例如,上海市自 2004 年提

出“科教兴市”主战略以来,建立了一批兼具科研与

教育功能的创新平台;广东通过“三部两院”统筹科

教资源,形成适合各地区要素禀赋的产学研合作模

式;江苏则推动 “学科 + 基地” 合作,坚持人才、项
目、基地和服务联动发展。

表 5　 各省份 HE—S&T 发展耦合协调度

Table 5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E and S&T development in each province

区域 省份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年均增幅

东部地区

北京 0. 5922 0. 6162 0. 6272 0. 6636 0. 6826 0. 6811 0. 7562 2. 06%

天津 0. 3405 0. 3562 0. 3709 0. 3649 0. 3670 0. 3878 0. 3953 1. 25%

河北 0. 2168 0. 2384 0. 2512 0. 2649 0. 2891 0. 3236 0. 3576 4. 26%

上海 0. 5026 0. 5241 0. 5178 0. 5238 0. 5880 0. 5441 0. 6223 1. 79%

江苏 0. 4639 0. 5532 0. 5865 0. 6046 0. 6320 0. 6615 0. 7393 3. 96%

浙江 0. 3715 0. 3869 0. 4010 0. 4373 0. 4736 0. 5361 0. 5970 4. 03%

福建 0. 2594 0. 2854 0. 3103 0. 3410 0. 3363 0. 3521 0. 3964 3. 60%

山东 0. 3614 0. 3728 0. 4071 0. 4010 0. 4392 0. 4978 0. 5888 4. 15%

广东 0. 4488 0. 4542 0. 5024 0. 5506 0. 6074 0. 6713 0. 6975 3. 74%

海南 0. 1204 0. 1474 0. 1492 0. 1446 0. 1564 0. 1825 0. 2124 4. 85%

均值 0. 3678 0. 3935 0. 4123 0. 4296 0. 4572 0. 4838 0. 5363 3. 19%

中部地区

山西 0. 1802 0. 1885 0. 2080 0. 2067 0. 2305 0. 2455 0. 2818 3. 80%

安徽 0. 2699 0. 3175 0. 3281 0. 3621 0. 3742 0. 3852 0. 4486 4. 33%

江西 0. 2089 0. 2253 0. 2470 0. 2738 0. 2973 0. 3439 0. 3635 4. 72%

河南 0. 2437 0. 2690 0. 3389 0. 3558 0. 3911 0. 3932 0. 4341 4. 93%

湖北 0. 3180 0. 3358 0. 3594 0. 3933 0. 4232 0. 4315 0. 5267 4. 29%

湖南 0. 2608 0. 2907 0. 3084 0. 3184 0. 3649 0. 4048 0. 4474 4. 60%

均值 0. 2469 0. 2711 0. 2983 0. 3184 0. 3469 0. 3674 0. 4170 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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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区域 省份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年均增幅

东北地区

辽宁 0. 3331 0. 3361 0. 3264 0. 3280 0. 3563 0. 3443 0. 3829 1. 17%

吉林 0. 2490 0. 2796 0. 2674 0. 2573 0. 2584 0. 2796 0. 2691 0. 65%

黑龙江 0. 2313 0. 2535 0. 2593 0. 2642 0. 2438 0. 2687 0. 3013 2. 22%

均值 0. 2711 0. 2897 0. 2844 0. 2832 0. 2862 0. 2976 0. 3177 1. 33%

西北地区

内蒙古 0. 1451 0. 1646 0. 1682 0. 1897 0. 2095 0. 1959 0. 2289 3. 87%

广西 0. 1696 0. 1974 0. 2057 0. 2099 0. 2230 0. 2343 0. 2694 3. 93%

重庆 0. 2610 0. 2733 0. 2984 0. 3293 0. 3389 0. 3594 0. 3927 3. 46%

四川 0. 3129 0. 3256 0. 3446 0. 3579 0. 4118 0. 4205 0. 4676 3. 41%

贵州 0. 1518 0. 1681 0. 1794 0. 1910 0. 2160 0. 2284 0. 2447 4. 06%

云南 0. 1765 0. 1860 0. 1921 0. 1978 0. 2110 0. 2304 0. 2493 2. 92%

陕西 0. 2861 0. 2974 0. 3188 0. 3402 0. 3717 0. 4004 0. 4803 4. 41%

甘肃 0. 1712 0. 1958 0. 1973 0. 2107 0. 2291 0. 2204 0. 2423 2. 94%

青海 0. 1261 0. 1403 0. 1373 0. 1613 0. 2260 0. 1774 0. 2106 4. 37%

宁夏 0. 1592 0. 1642 0. 1805 0. 2045 0. 2207 0. 2237 0. 2437 3. 61%

新疆 0. 1543 0. 1461 0. 1489 0. 1856 0. 1725 0. 1573 0. 1706 0. 84%

均值 0. 1922 0. 2053 0. 2156 0. 2344 0. 2573 0. 2589 0. 2909 3. 52%

注:受篇幅限制,本文仅汇报部分年份的测算结果,完整的测度结果可联系作者索取。

　 　 图 6 进一步展示了全国和四大区域内的差异情

况。 从全国层面来看,HE—S&T 协调度的基尼系数

略微下降,由 2010 年的 0. 2348 下降到 2022 年的

0. 2273,说明省市之间的不均衡程度正缓慢降低。
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最高,说明该

区域内省市间协调度差异最大。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

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覆盖面积广,北上广等一线省

市与其他东部省市在 HE—S&T 发展上步调不一

致。 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较大且不断上升,说明该

地区 HE—S&T 发展不平衡。 从数据上看,陕西和

四川的协调度值相对较高,与青海和新疆的差距较

大,后者面临更加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难以扭转滞

后的局面。 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较低,HE—S&T 耦

合协调的差异最小,且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中部地

区在 2010 - 2012 年间的基尼系数低于东北,但其增

长速度较快,2013 年后超过东北地区。 这反映出中

部地区 HE—S&T 发展开始产生明显的分化。 从数

值上看,安徽和湖北的协调度值和其他中部省份拉

开较大差距,安徽凭借强省会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

战略,湖北依托科教大省地位及人才优势,奠定了

HE—S&T 协调发展的基础。
③空间差异分解

为探究 HE—S&T 发展协调度产生区域分化的

深层原因,进一步剖析产生差异的具体来源。 图 7
描绘了 HE—S&T 协调度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率,
协调度差异的区域间贡献、区域内贡献及超变密度

贡献在考察期内的趋势相对稳定,变动较小。 从贡

献大小来看,区域间差异的年均贡献率为 63. 52% ,
远 高 于 区 域 内 差 异 ( 21. 93% ) 和 超 变 密 度

(14. 55% )。 这表明我国 HE—S&T 发展失衡主要

由四大区域间的差异导致。
(3)时空演化格局

综合考察时序演化和空间分布特征,选取 2010
年、2016 年和 2022 年 3 个代表年份,表 6 展示了各

省份 HE—S&T 耦合协调的等级变化。 从空间演变

来看,大多数省份在考察期内实现了跨级跃升,形成

了“东部高协调转型、西部脱离失调”的格局。 2010
年,67% 的省市处于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阶段,主要

分布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只有北京和上海处于

协调阶段。 到 2016 年,大多数省市进入中度失调和

轻度失调状态(60% ),广东和江苏从失调阶段跃升

至协调阶段,其中江苏跨越了两个等级,从濒临失调

发展为初级协调,这与江苏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密切

相关。 例如,2012 年,江苏省制定《江苏省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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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以人才

强省建设驱动科教高质量发展。 2022 年,浙江、山
东、湖北进入协调队列。 此外,得益于国家对中西部

地区高等教育专项资金的支持,以及 “中西部高校

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政策资源的倾斜,中部和西

部地区资金短缺和人才匮乏的劣势有所改善,末位

失调省市显著减少。

图 6　 全国及四大区域 HE—S&T 协调发展区域内差异变化情况

Figure 6　 Changes in intra -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E and S&T in
China and the four major regions

图 7　 HE—S&T 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来源分解

Figure 7　 Decomposition of the source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HE and S&T

4　 HE—S&T 协调的驱动因素分析

4. 1　 空间效应分析

为验证空间计量模型的适用性,本研究采用全

局 Moran's I 指数计算不同地区 HE—S&T 耦合协调

的空间效应(表 7)。 在考察期内,全局莫兰指数均

大于 0,且 P 值均显著,说明地区间 HE—S&T 耦合

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即高协调度 (或

低协调度)地区的邻近地区往往也具有较高(或较

低)协调度。

HE—S&T 发展协调度在 2010 年、 2016 年和

2022 年的莫兰散点图如图 8 所示,大部分省份在样

本期内处于“高 - 高”或“低 - 低”的第一象限和第

三象限,表明 HE—S&T 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局

部空间正相关性,集聚性较强。
4. 2　 驱动因素分析

(1)模型估计结果

借用 LM、Robust LM、LR、Wald、Hausman 检验

来判断使用何种空间计量模型更为合适,结果见表

8。 LM 检验结果显示,LM - lag 检验、Robust - LM -
Lag 检验、LM - Error 检验、Robust - LM - Error 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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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空间误差模型( SEM)
和空间滞后模型(SLM)均适用。 LR 和 Wald 检验均

在 1% 水 平 上 显 著, 说 明 应 选 择 空 间 杜 宾 模 型

(SDM)进行回归分析。 固定效应类型检验显示个

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更优。 因此,本文最终采用个

体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 HE 和 S&T 协调

度的驱动因素进行回归估计。

表 6　 各省市 HE 与 S&T 耦合协调时空演化格局

Table 6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HE and S&T in each province and municipality

耦合协调等级 2010 年 2016 年 2022 年

严重失调
海南、山西、内蒙古、广西、贵州、云

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海南、内蒙古、贵州、云南、青海、新疆 新疆

中度失调
河北、福建、安徽、江西、河南、湖南、

吉林、黑龙江、重庆、陕西

河北、山西、江西、吉林、黑龙江、广

西、甘肃、宁夏

海南、山西、吉林、内蒙古、广西、贵州、云

南、甘肃、青海、宁夏

轻度失调 天津、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四川
天津、福建、安徽、河南、湖北、湖南、

辽宁、重庆、四川、陕西
天津、河北、福建、江西、辽宁、黑龙江、重庆

濒临失调 江苏、广东 浙江、山东 安徽、河南、湖南、四川、陕西

勉强协调 北京、上海 上海、广东 浙江、山东、湖北

初级协调 / 北京、江苏 上海、广东

中级协调 / / 北京、江苏

表 7　 HE 与 S&T 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

Table 7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HE and S&T

年份 Moran's I sd( I) Z P - value

2010 0. 267 0. 118 2. 543 0. 005

2011 0. 294 0. 118 2. 788 0. 003

2012 0. 322 0. 118 3. 019 0. 001

2013 0. 345 0. 119 3. 188 0. 001

2014 0. 323 0. 119 3. 002 0. 001

2015 0. 306 0. 119 2. 861 0. 002

2016 0. 295 0. 119 2. 775 0. 003

2017 0. 293 0. 120 2. 731 0. 003

2018 0. 271 0. 119 2. 558 0. 005

2019 0. 297 0. 120 2. 763 0. 003

2020 0. 312 0. 120 2. 890 0. 002

2021 0. 313 0. 120 2. 888 0. 002

2022 0. 330 0. 121 3. 018 0. 001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见表 9。 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为正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HE 与 S&T
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地

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会促进本地区二者耦合协

调度的提升。
(2)空间效应分解

参照 Lesage 和 Pace[32] 提出的偏微分法,将空

间总 效 应 分 解 为 直 接 效 应 与 间 接 效 应, 结 果 见

表 10。
人口密度(HUM)的直接效应通过 1% 的正向显

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人口密度对 HE—S&T 协调发

展具有促进作用,人口集聚效应优化了高等教育资

源的配置,促进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增强人力资本

的外部性和知识存量的积累 [33] ,进而推动科技进

步。 人口密度对周边地区溢出效应的影响为负但不

显著,可能是由于区域之间人才共享机制不完善,限
制了邻近地区人口集聚对本地区 HE—S&T 协调发

展的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EC)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

为正向但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长对地区 HE—S&T
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尽管经济发展对高等

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及结构产生了正面影响,但随

着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期,这种约束作用已大

幅减弱甚至消失 [34] 。 高等教育系统通过规模增长

获得更大的独立性,通过吸收社会资源实现资金来

源的多元化,逐步减少对经济系统的依赖 [35] 。 此

外,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布局之间存在错配,部分东

部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省)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相对匮乏,制约了创新驱动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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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HE 与 S&T 耦合协调度的局部莫兰散点图

Figure 8　 Local Moran's scatter plot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HE and S&T

表 8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8　 Test results of the spatial panel model

检验方法 结果

LM - Error 7. 552∗∗∗

Robust - LM - Error 22. 991∗∗∗

LM - Lag 20. 826∗∗∗

Robust - LM - Lag 36. 266∗∗∗

LR - Error 53. 67∗∗∗

LR - Lag 51. 65∗∗∗

Wald - Error 57. 16∗∗∗

Wald - Lag 54. 56∗∗∗

注:∗∗∗ 、∗∗ 、∗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下同) 。

表 9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9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HUM 0. 2626∗∗∗ (0. 0441) W × HUM - 0. 4248∗∗ (0. 1992)

EC 0. 0059(0. 0045) W × EC 0. 0172(0. 0162)

INFRA 0. 0063(0. 0158) W × INFRA 0. 3735∗∗∗ (0. 0866)

OPEN 0. 0170∗∗∗ (0. 0049) W × OPEN 0. 0573∗∗ (0. 0230)

INDSTR - 0. 0010(0. 0080) W × INDSTR 0. 0321(0. 0233)

URBAN 0. 0002(0. 0008) W × URBAN - 0. 0041∗ (0. 0023)

ρ 0. 4332∗∗∗

R - squared 0. 7649

N 39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

　 　 基础设施( INFRA)的直接效应为正但不显著,
完善的基础设施为科技和教育活动提供物质保障,
但要进一步促进 HE—S&T 融合,仍需加大对科研、
技术进步、产品研发领域的科教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显著,说明邻近地区发达的基

础设施增强了与本地区人才、信息、资金、知识等要

素的 流 动 和 共 享, 带 动 本 地 区 高 等 教 育 和 科 技

发展 [36] 。
对外开放程度(OPEN)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均为正向显著,说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能有效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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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和邻近省份 HE—S&T 协调发展。 一方面,高
水平的对外开放带来更多接触国际先进科技的机

会,不仅推动科技进步,还能进一步增强对高等教育

投入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邻近地区外资带来的先

进技术与经验通过“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能够

带动本地区科技创新能力。 此外,外资进入邻近地

区加剧区域之间的市场竞争,积极的“竞争效应”倒

逼本地区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37] ,从而推动本地

区 HE—S&T 协调发展的提升。
产业结构( INDSTR)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为

正但不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并不是影响 HE—S&T
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产业

高级化程度需要和当地的资源禀赋相匹配 [38] ,当区

域之间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时,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

提升高等教育的能力和功能。 第二,高校学科专业

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需要,进一步

削弱了产业结构对 HE—S&T 协调度的贡献。
城镇化水平 (URBAN)对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

不显著。 以往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能够提升人们

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23] ,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提

供需求。 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区域高等教育发

展的重点逐渐从扩大规模转向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

层次,如打造高水平大学。 因此,城镇化水平对高等

教育的影响减弱。 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表
明邻近地区较高的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优质的教育

资源和较强的科技创新活力,容易吸引更多人才,通
过“虹吸效应” 对本地区 HE—S&T 协调产生负面

影响。

表 10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Table 10　 Direct, in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HUM
0. 2535∗∗∗

(0. 0437)
5. 79

- 0. 5464

(0. 3437)
- 1. 59

- 0. 2929

(0. 3396)
- 0. 86

EC
0. 0063

(0. 0044)
1. 44

0. 0333

(0. 0279)
1. 19

0. 0396

(0. 0292)
1. 36

INFRA
0. 0213

(0. 0167)
1. 27

0. 6741∗∗∗

(0. 1865)
3. 62

0. 6954∗∗∗

(0. 1949)
3. 57

OPEN
0. 0192∗∗∗

(0. 0047)
4. 12

0. 1124∗∗∗

(0. 0409)
2. 75

0. 1316∗∗∗

(0. 0415)
3. 17

INDSTR
0. 0001

(0. 0080)
0. 01

0. 0556

(0. 0418)
1. 33

0. 0557

(0. 0441)
1. 26

URBAN
0. 0001

(0. 0008)
0. 06

- 0. 0074∗

(0. 0045)
- 1. 65

- 0. 0073∗

(0. 0045)
- 1. 65

　 　 (3)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基于地理距

离权重矩阵对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进行估计。 另外,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对模型

重新估计是空间计量模型稳健性检验的常用方法之

一,因此,将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为邻接矩阵和经济距

离矩阵再进行估计。 如表 11 所示,HE 与 S&T 协调

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

著性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表明前文的结论是稳

健的。

5　 结论与启示

5.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分析了 2010 - 2022 年

我国 HE—S&T 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从全国层面来看,HE—S&T 耦合协调状况

不佳,但协调程度稳步上升,经历了“中度失调—轻

度失调—濒临失调” 的阶段式跨越。 从区域层面

看,四大区域的 HE—S&T 耦合协调度均稳步增长,
形成了“东部领先、中部追赶、东北停滞、西部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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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格局,并呈现出“东部高协调转型、西部脱离失

调”的演变趋势。 从省市层面来看,大多数省份发

生了跨级跃升,并以“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为

示范节点。

表 11　 不同类型权重矩阵检验结果

Table 11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weight matrices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邻接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SAR SEM SAR SEM SDM SAR SEM SDM

HUM 0. 2881∗∗∗ 0. 2986∗∗∗ 0. 2608∗∗∗ 0. 2774∗∗∗ 0. 2829∗∗∗ 0. 3000∗∗∗ 0. 2752∗∗∗ 0. 3324∗∗∗

EC 0. 0085∗ 0. 0088∗ 0. 0074∗ 0. 0072 0. 0031 0. 0122∗∗ 0. 0126∗∗ 0. 0106∗∗

INFRA 0. 0003 0. 0010 - 0. 0122 - 0. 0210 - 0. 0344∗∗ - 0. 0059 - 0. 0202 - 0. 0299

OPEN 0. 024∗∗∗ 0. 0246∗∗∗ 0. 0229∗∗∗ 0. 0195∗∗∗ 0. 0007 0. 0293∗∗∗ 0. 0252∗∗∗ 0. 0255∗∗∗

INDSTR - 0. 0020 - 0. 0013 - 0. 0045 - 0. 0042 - 0. 0030 0. 0168∗∗∗ 0. 0353∗∗∗ 0. 0219∗∗

URBAN - 0. 0001 0. 0001 0. 0002 0. 0005 - 0. 0014∗ 0. 0027∗∗∗ 0. 0048∗∗∗ 0. 0021

ρ 0. 2653∗ 0. 2385∗∗∗ 0. 1397∗∗ 0. 3849∗∗∗ 0. 3039∗∗∗

λ 0. 1533 0. 2380∗∗∗ 0. 4229∗∗∗

R - squared 0. 4000 0. 3485 0. 3449 0. 3292 0. 7839 0. 7236 0. 7013 0. 7417

sigma2_e 0. 0005∗∗∗ 0. 0005∗∗∗ 0. 0004∗∗∗ 0. 0004∗∗∗ 0. 0003∗∗∗ 0. 0005∗∗∗ 0. 0005∗∗∗ 0. 0005∗∗∗

N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2)我国 HE—S&T 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在逐

步缩小,整体失衡主要由四大区域间差异导致。 其

中,东部—西部之间差异最显著,而中部—东北间的

差异最小。 缩小东部—西部之间差异是解决整体

HE—S&T 协调发展不均衡的关键抓手。
(3)HE 与 S&T 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

特征。 驱动机制分析显示,在直接效应方面,人口密

度、对外开放对本地区 HE—S&T 协调发展具有正

向驱动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

和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在间接效应方

面,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
城镇化水平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5. 2　 实践启示

第一,统筹 HE 与 S&T 政策协调,提升 HE—
S&T 融合水平。 当前,全国及多数省份 HE—S&T
协调水平依然失衡,亟需强化政策协同与统筹推进。
充分发挥中央科技委的协调作用,系统规划二者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 同时,逐步推动政策从宏观层面

深入到中观和微观层次,以确保 HE 与 S&T 的紧密

结合。 另外,高校应制定长期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鼓
励高校牵头建设国家级实验室、研究中心和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攻关能力。 高校

应结合自身优势主动布局谋划,将基础研究重点与

重大科技战略目标对接,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需求

匹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科设置与前沿科技发展

方向衔接,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注入持续动力。
第二,建立跨区域发展联动与协同机制,发挥高

协调省市的空间溢出效应。 建议由中央政府牵头建

立东部—西部、东部—东北的长期合作交流机制,围
绕东部高协调区域发展建立一批跨区域的协同科技

创新中心,积极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高校提供人才

和技术交流机会。 与此同时,西部和东北地区应积

极寻求与东部高校在科研创新方面的深度合作机

会,引进东部先进的实验室和课题组,推动区域间的

合作共 赢。 此 外,培 育 以 高 协 调 省 市 “ 北 京—上

海—江苏—广东”为关键节点的先行示范,打破高

协调省市与周边落后地区的地理与信息壁垒,增强

其“辐射效应”,逐步形成 HE—S&T 协调发展的共

同体。
第三,注重区域差异性,因地制宜推进 HE—

S&T 协调发展。 对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山东、
浙江等协调度高的省市,地方政府应遵循 “在协调

中谋发展”的原则: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

展,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对于海南、青海、新疆、
宁夏等长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的地区,地方政府应

坚持“在发展中求协调”的理念:出台针对低协调地

区 HE 发展与 S&T 发展的专项扶持政策,结合区域

自然资源禀赋,着力发展优势特色学科,集中力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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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确保长期政策供给的持续性

和有效性。
第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驱动 HE—S&T 深

度融合。 (1)根据人口密度和区域发展需求合理配

置高等教育资源,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避免人口过

度集中带来的负面影响,重点关注如何将其他地区

对西部的“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效应”,引导人才

合理流动,使之成为连接 HE—S&T 协同发展的坚

实桥梁。 (2)鼓励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自身的优质

科教资源(如高校、科研机构、科研成果等)与经济

发达地区的产业资源(如投资、技术、市场)进行交

换,促进 HE 更好地服务 S&T 发展需求。 (3)重视

大学科技园、学科研究平台等科教基础设施建设。
(4)充分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与示范效应,强化与

邻近地区的合作,实施更加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吸
引世界顶尖科学家到高校工作。 (5)根据区域产业

优化升级的需求,制定地方高校学科专业的中长期

发展规划,打造具有区域优势或行业竞争优势的特

色学科专业结构。 (6)对于周边高城镇化地区对本

地区人才、资源的虹吸效应,提高本地教育和科研环

境的竞争力,完善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减少人才

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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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O Rui - xue, LIU Ji - an, XU Yan - ru, YOU Yu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H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T) are subsystems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E serves as the primary arena for talent cultivation and human capital output, as well as a key venue for the ag-
greg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Through activities such as teaching,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s, HE continuously
contributes talent, ideas, and outcomes to scientific progress. Simultaneously, the advancement of HE relies on the support of scientific
resources and achievements to enhance its capacity, standards, and quality. Consequently,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HE and
S&T forms an open and complex system in which various elements mutually empower and coordinate with one another. Based on a de-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E and S&T, this paper employ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
gree model,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ethods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 - S&T coordination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It also examines the spatial effects of driving factors, offering insight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HE - S&T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global strategies toward sustainable, innovation - driven growth. The
study finds that: (1) In terms of temporal evolution, the national HE - S&T coordination in China has transitioned from “moderate im-
balance” to “mild imbalance” and finally to “ on the verge of imbalance,” with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level steadily increasing; (2)
At the level of China's four major regions, the spatial disparities i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HE and S&T are pronounced, exhibiting an
overall pattern of “ eastern region leading, central region catching up, northeastern region stagnating, and western region lagging,” a-
long with an evolutionary trend marked by “ the eastern region transitioning toward high coordination while the western region increasing-
ly departs from a balanced state. ”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Beijing, Shanghai, Jiangsu, and Guangdong stand out as exemplary prov-
inces of high coordination; (3) Concerning spatial disparities,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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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icro - leve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verse collaborations translate into innovation out-
comes, particularly highlighting the pivotal yet partial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complementarity. Furthermore, our identification of
IP protection and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 as opposing moderators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contextual factors that enable or constrain
the innovation benefit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Methodologically, the research employs rigorous econometric techniques to an-
alyze longitudinal data while controlling firm - 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 utilize multiple indicators of break-
through innovation, including patent originality and technological impact measures, to ensur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innovation
outcomes.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significant for bo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Policymakers should consider developing balanced
IP frameworks that protect innovation incentives while facilitating cross - disciplinary knowledge flows. Targeted initiatives like interdis-
ciplinary research platforms and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could enhanc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or specialized SMEs. For “ little
giant” firms’ managers,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ally cultivating scientific partnerships across complementary
disciplines while remaining responsive to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at may amplify the value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This study opens
several promising research directions. Future work could explore optimal levels of disciplinary diversity, potential sector - specific vari-
ations beyond materials science, and the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that facilitate effective knowledge recombination in specialized SMEs.
By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innovative firm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how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drive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in the big science era.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knowledge diversit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technological contexts in shaping innovative outcomes. They
contribute to ongoing discussions about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specialized SMEs through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hile accounting for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imposed by IP regimes and technological dynamics. This research ultimately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 little giant” firms can leverage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partnerships to achie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Key words: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disciplinary diversity;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ittle Giant” firms

(上接第 557 页)
and S&T in China are gradually narrowing, with the imbalance mainly attributable to inter - regional differences—most notably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hile the ga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remains minimal. Narrowing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s key to addressing the overall imbalance in HE - S&T coordination; (4) In term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HE - S&T coordination exhibits a strong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with significant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among prov-
inces; (5)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s indicates that for direct effects, population density and openness exert a positive influ-
ence on regional HE - S&T coordination, whereas the direct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contrast, concerning indirect effects, infrastructure and openness generate positive spa-
tial spillovers, while urbanization produces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According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1) Policies for HE and
S&T be coordinated to enhance their integration; (2) Cross - regional development linkage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be estab-
lished to leverag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high - coordination provinces and cities; (3) Regional differences be acknowledged,
with HE - S&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moted by local conditions; and (4)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be cultivated to dri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HE and S&T.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er educ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o -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driv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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